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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考虑到中国二元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将流动人口的就业状

况分为体制外就业、体制内就业和未就业三种类型，从家庭庇护、体制庇护和工作家庭冲突视角，利用分层

模型研究流动人口就业状况及其与主观幸福感之关系，其结果发现：在婚、家庭化流动和家庭经济状况较好

的流动人口更可能退出或不参加劳动力市场，女性在此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未就业和体制内就业流动人口

主观幸福感要高于体制外就业者；长时间加班导致的工作家庭冲突，是不同就业状况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差

异的中介机制。有鉴于此，建议有关方面采取措施逐步消除劳动力市场分割，加强对体制外就业的劳动保护，

构建规范和谐的劳动关系；同时，完善流动人口家庭化流动的服务政策体系，为流动人口家庭化流动创造便

利条件，将性别因素纳入公共政策制定的考量范畴，以进一步促进经济社会中的两性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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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流动人口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一个流动的中国，充满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但是，流动人口在为社会创造大量财富的同时，并未得到

应有的报酬和待遇，他们处于社会生活的边缘状态，属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获得就业机会和追求幸

福生活是流动人口流入城市的主要目标。就业是民生之本，既关乎生计，又关乎尊严；既是人们获取

生活资料的主要方式，也是获得身份认同与社会地位以及实现个人发展与提升主观幸福感的重要途

径。幸福是人类永恒的追求，是个体对生活的主观感知，受到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环境的形塑。流动人

口相对于城市居民，在其流动的过程中承受着更多难以言喻的压力，其就业状况与主观幸福感更值得

人们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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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的政治论

断，深刻揭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运动的新变化和新特点，明确了让人们过上更美好生活是我们一切

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研究流动人口就业状况及其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就具有更

重要的现实意义。

主观幸福感受到经济学、心理学与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广泛关注。已有研究从多个角度探讨了

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一些研究关注于个体特征或社会特征的影响（种聪、岳希明，2020），一些研

究则探讨了心理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性（Deaton，2018），但更多的研究侧重于解释经济收入对主

观幸福感的作用（官皓，2010；罗楚亮，2013；王艳萍，2017）。然而，很少有研究剖析就业状况与主观幸

福感之间的关系。

就业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在此方面，Jahoda（1982）提出的“就业

功能论”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种理论观点。该理论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就业是满足个体心理需要的重

要制度安排，因为它具有能够满足个体基本心理需求的潜功能；失业或退出劳动力市场可能导致这些

心理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从而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的提升。Fryer（1986）认为，个体是具有主观能动

性的行动者，不同特征的个体对就业功能的依赖程度存在差异。因此，研究就业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关

系，需要考虑不同个体之间存在的异质性。就业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还与工作特征有关，虽然工

作是获取幸福感的重要来源，但并非所有工作都会带来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已有研究表明，非正规就

业会显著降低劳动者的主观幸福感（王海成、郭敏，2015；卿石松、郑加梅，2016；丁述磊，2017），且不

同就业身份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之间也存在明显差异，雇主和自营劳动者的主观幸福感要显著高

于雇员（莫旋、阳玉香，2018；Dolan，et al.，2008）。除就业与否和工作特征外，研究流动人口主观幸福

感不能忽视劳动时间的影响。韩彦超、潘泽泉（2016）研究发现，劳动时间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

提升有负面影响。劳动时间主要通过两个机制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一是长时间劳动会损害劳动

者的身心健康，从而直接造成主观幸福感的降低；二是长时间劳动会导致工作家庭冲突，从而间接造

成主观幸福感的降低。加班劳动对中国流动人口而言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孙中伟等，2018），因长时

间劳动导致的工作家庭冲突已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林忠等（2013）对工作家庭冲突进行了系统的

分析与评述，并指出中国劳动力市场特殊定价机制导致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问题更为普遍与严重。

吴愈晓等（2015）探讨了城镇女性就业状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认为工作家庭冲突是连接就业与主

观幸福感的重要中介机制。宋萍、郭桂梅（2016）具体研究了流动人口工作家庭冲突与主观幸福感之

间的关系，发现工作家庭冲突对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作用，工作家庭冲突越大，主观

幸福感越低。

已有研究大多从就业潜功能、工作特征与劳动时间等角度来理解就业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内在

关系，这对解释中国流动人口就业状况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然而，要深刻

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还需充分考虑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与宏观制度环境，因此，这一领域的

研究仍存在进一步提升和深入的空间。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现有研究普遍忽视流动人口数据的分

层聚类性，这可能会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偏误。另一方面，在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上，研究流动人口就

业和主观幸福感的文献较多，但已有文献大多关心流动人口是否就业，将就业流动人口看作是一个高

度同质性的整体，忽视了劳动力市场的异质性。而且现有文献大多关注影响流动人口就业的因素，对

就业状况带来的后果，尤其是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鲜有讨论；在研究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时，通常视

就业状况为控制变量，尚未有专门研究来探讨流动人口就业状况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有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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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文采用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基于分层模型技术，从分层异质视角研究流动人口就业状

况及其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试图为相关分析提供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 

二　研究假设与思路
 

（一）研究假设

中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正式制度（二元劳动力市场）与非正式制度（性别角色观念与

性别分工模式）是影响流动人口就业状况与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流动人口不同的就业状况，意味

着其在社会和家庭中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具有不同的生活机遇。根据中国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的

现实，本文将流动人口的就业状况分为体制外就业、体制内就业和未就业三种类型，并提出家庭庇护

机制、体制庇护机制和工作家庭冲突三个概念，然后基于家庭庇护、体制庇护与工作家庭冲突视角，

考虑到流动人口数据的分层聚类性，利用分层模型全面系统地研究流动人口的就业状况，及其与主观

幸福感之间的内在联系。为此，以下首先简要阐述这三个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系列研究假设，并

进行实证检验。

家庭庇护是指流动人口的家庭为其提供身份认同与经济支持，以助其抵御劳动力市场风险。就

业是流动人口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其在流入地立足的经济基础。当前流动人口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是

劳资双方自主选择的结果，流动人口家庭是否拥有足够的经济资源，以满足其离开劳动力市场后的生

活需要，就成为影响流动人口就业决策的关键性因素。在实证研究中，我们使用婚姻状况、家庭化流

动与家庭经济状况作为家庭庇护机制的具体操作指标。对流动人口而言，在婚意味着可以从配偶那

里获得经济支持，即使离开劳动力市场也能够满足其基本的经济需求。由于受“男主外，女主内”等

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与性别分工模式的影响，婚姻对流动人口就业的作用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

（Pierce，et al.，2013；Ye & Zhao，2018）。家庭化流动能为流动人口提供精神慰藉与经济支持，家庭经

济状况更是影响流动人口就业与主观幸福感的直接因素。虽然就业具有满足个体多种心理需要的功

能，但是有家庭庇护的流动人口，更可能选择不就业，且主观幸福感更高。因此，未就业者的主观幸福

感并不一定低。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1a：家庭庇护会影响流动人口的就业决策。在婚者比非在婚者更可能离开劳动力市场，对

女性而言尤其如此；家庭化流动、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流动人口，其离开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更大。

假设 1b：家庭庇护能提升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在婚者的主观幸福感高于非在婚者；家庭化

流动、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流动人口，其主观幸福感更高。

假设 1c：因受到家庭庇护，未就业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并不低于就业流动人口。

体制庇护是指流动人口所在不同类型单位给其提供的资源与保护。中国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逐

渐形成了体制内（国有经济）与体制外（非国有经济）并存的二元分割劳动力市场格局。流动人口就业

体制内外的分化，反映了中国市场经济中并存着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的两种资源分配模式。体制分

割与庇护是计划经济时代社会分层的重要影响因素，其影响力在市场化改革中虽有所减弱，但却得以

延续（付连峰，2019）。与体制外就业相比，体制内就业具有较高的工资、社会声望和福利水平，且劳

动者权益也能得到更好的保障，因此，进入体制内就业即被视为获得体制庇护（蔡昉，1998；Cao & Ru-
bin，2014）。我们主要关注体制庇护对就业流动人口劳动权益（具体操作指标为周工作时间与周加班

时间）和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体制外就业因远离正规监管体系，超时加班现象已成常态。超时加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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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被动加班和主动加班。被动加班多发生在低端劳动力市场，因劳动者权益无法得到保障，雇主往

往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来获取剩余价值。主动加班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在高端劳动力市场，因竞争异常

激烈，劳动者为了获取竞争优势而主动加班，这甚至成为一种企业文化；二是在低端劳动力市场，劳动

者为了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而主动延长劳动时间（罗连化、周先波，2019；Lee，et al.，2015）。张峰、贾

岚暄（2016）揭示了体制内外的分化及其不平等是影响人们幸福感的重要根源。基于上述分析，本文

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2a：对就业流动人口而言，体制内就业者每周的工作时间和加班时间都要少于体制外就

业者。

假设 2b：对就业流动人口而言，体制内就业者的主观幸福感要高于体制外就业者。

工作家庭冲突是指流动人口因受资源约束，无法同时满足工作与家庭需要而产生的角色冲突，它

是影响流动人口就业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随着劳动力市场竞争加剧和家庭结构变化，

流动人口面临的工作压力和家庭责任日益增加，工作家庭冲突时有发生，这对流动人口的工作生活与

主观幸福感都会产生负面影响（穆滢潭，2020；Amstad，et al.，2011）。在实证分析中，我们使用加班时

间作为工作家庭冲突的具体操作指标。因为个人的可支配时间是有限的，工作时间过长会挤占家庭

生活所需时间，导致工作家庭冲突，从而对主观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且不同就业状况流动人口的工

作时间存在显著差异，工作时间导致的工作家庭冲突可能是不同就业状况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差异

的中介机制。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3a：加班时间，尤其是长时间加班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有负面影响；加班时间越长，流动

人口的主观幸福感越低。

假设 3b：长时间加班导致的工作家庭冲突，是不同就业状况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差异的中介

机制。 

（二）研究思路

本文旨在探讨中国流动人口就业状况的影响因素，以及流动人口就业状况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

内在联系。本文包括统计分析与模型分析：首先对流动人口的就业和主观幸福感进行统计分析，考察

流动人口不同就业状况个体特征的异质性；然后对流动人口的就业状况及其与主观幸福感之关系展

开模型分析。由于流动人口数据具有明显的分层聚类性，因此，本文采用分层模型技术来进行处理，

具体模型的选取取决于实证分析中的数据结构。

本文具体的研究路径为：（1）评估流动人口不同就业状况的影响因素，以检验家庭庇护机制是如

何影响流动人口的就业选择，并着重分析女性流动人口的家庭庇护机制。（2）分析体制内就业与体制

外就业流动人口劳动时间与加班时间的差异，以检验体制庇护机制对流动人口就业的影响。（3）分析

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与家庭因素、就业状况以及工作时间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检验家庭庇护、体制庇

护与工作家庭冲突如何共同影响我国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 

三　数据、变量与描述性统计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使用的是 2014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该调查按照多阶段、分层、与规模成比

例的 PPS 方法进行样本抽样。以北京市朝阳区、山东省青岛市、河南省郑州市、浙江省嘉兴市、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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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成都市、福建省厦门市、广东省深圳市和中山市为调查城市，每个城市抽取的样本量为 2 000 个。

本文主要考察流动人口就业状况及其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考虑到研究对象的就业状况分为未

就业、体制内就业和体制外就业三种类型，我们选取未就业流动人口和就业身份为雇员的流动人口

作为研究对照样本；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规定，我们在研究样本中排除法定退休年龄以上的样本，将男

性样本的年龄限制在 18—60 岁、女性样本的年龄限定在 18—55 岁。对数据进行相关处理后，最终

保留 8 469 个样本，个体样本来自于 769 个社区，每个社区平均拥有约 11 个样本。 

（二）变量选取

本文的核心变量包括流动人口的就业状况、劳动权益和主观幸福感。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

查有被调查者就业状况的信息，并将流动人口分为就业群体和未就业群体。对于就业群体，根据就业

单位性质，我们将“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样本归为体制内就业，将其他样本归为

体制外就业。根据上述划分标准，可将所有样本划分为未就业、体制内就业与体制外就业三个群体，

它们分别占总样本的比例约为 9.81%、6.81% 和 83.37%。劳动权益具体由工作时间和加班时间两个

指标来反映。工作时间是指流动人口每周平均工作小时数，调查问卷中有“平均每周工作天数”以及

“平均每天工作小时数”的信息，流动人口工作时间即是“平均每周工作天数”与“平均每天工作小时

数”的乘积。我们将流动人口工作时间减去 40 来定义加班时间。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由其生活满

意度来衡量，是取值范围为 1—7 的排序变量，取值越大，表示主观幸福感越高。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婚姻状况、流动模式和家庭经济状况。一般认为婚姻状况对就业和主观

幸福感有较大影响，取 1 表示在婚，取 0 表示其他；流动人口的流动模式分为家庭化流动和单人流动，

取 1 表示家庭化流动，取 0 表示单人流动；家庭经济状况由其他家庭成员的月收入来表示。这三个变

量用来反映家庭庇护对流动人口就业状况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其他控制变量包括流动人口的性别、户口、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政治身份、未成年子

女。性别为虚拟变量，对女性取值为 1，对男性取值为 0，以反映性别差异对流动人口就业和主观幸福

感的影响。户口为虚拟变量，对城—城流动人口取值为 1，对乡—城流动人口取值为 0，以反映户籍身

份对流动人口就业和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加入年龄平方项，以考察流动人口就业和主观幸福感与年

龄之间存在的非线性关系。根据调查问卷，将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处理为赋值 0—6 的排序变量，分

别表示未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学历，取值越大意味着受教育程度越高。健

康状况是流动人口的自评身体状况，是一个取值范围为 0—4 的排序变量，取值越大表示身体健康状

况越好。政治面貌为虚拟变量，对党员取值为 1，对非党员取值为 0，以反映政治身份对流动人口就业

和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未成年子女为虚拟变量，对拥有不满 6 周岁子女的流动人口取值为 1，否则取

值为 0。 

（三）描述性统计

表 1 是变量全样本和就业状况分样本的描述性统计。从表 1 可知，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总体并

不高，从分样本来看，未就业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最高，体制外就业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最低；无

论是周工作时间还是周加班时间，体制内就业流动人口都小于体制外就业流动人口；在婚者占比，未

就业流动人口远高于就业流动人口；家庭化流动占比，未就业流动人口最高，体制外就业流动人口最

低；未就业流动人口的家庭经济状况明显好于就业流动人口；城—城流动人口占比，体制内就业流动

人口远高于未就业和体制外就业流动人口；不同就业状况流动人口之间的年龄差异并不太大；未就业

流动人口中，女性占比高达 85.08%，明显高于就业流动人口总体水平；体制内就业流动人口的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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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最高，其次是体制外就业流动人口，未就业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最低；体制外就业流动人口的

身体健康状况最好，而未就业流动人口的身体健康状况最差；体制内就业流动人口中党员占比为

7.28%，远高于体制外就业和未就业的流动人口，其中，未就业流动人口中党员占比最低，仅为 0.72%；

未就业流动人口拥有未成年子女的比例远高于就业流动人口。

表 2 汇报了流动人口加班时间的体制性差异。由表 2 可知，有 51.99% 的体制内就业流动人口每

周工作时间在 40 小时以内，而体制外就业流动人口只有 21.57% 符合这种情况。流动人口的加班时

间也存在明显的体制差异，约有 25.65% 的体制内就业流动人口每周加班时间在 10 小时以内，而体制

外就业流动人口的这一比例为 31.75%；加班时间在 10—20 小时的情况，体制内就业与体制外就业流

动人口之间的差距更加悬殊，分别为 12.65% 和 27.49%；体制内就业流动人口每周加班时间在 20 小

时以上的仅有 9.71%，而体制外就业流动人口的这一比例高达 19.19%。总之，加班现象，尤其是长时

间加班，在体制内并不很常见，而在体制外却非常普遍。这表明流动人口的劳动时间存在明显的体制

性差异，体制内就业流动人口较体制外就业流动人口确实得到更多的体制庇护。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就业状况分样本

全样本
未就业 体制内就业 体制外就业

主观幸福感 4.783 4 4.653 4 4.553 7 4.583 1

周工作时间（小时） 47.052 0 53.434 2 52.952 1

周加班时间（小时） 7.597 9 13.614 8 13.160 3

婚姻状况 0.921 8 0.695 0 0.671 7 0.697 8

家庭化流动 0.468 1 0.327 6 0.226 5 0.257 1

家庭经济状况（千元） 7.292 8 2.687 1 2.250 4 2.774 9

户口 0.152 8 0.367 4 0.152 0 0.166 7

年龄 32.800 2 32.643 0 31.653 7 31.833 6

性别 0.850 8 0.391 7 0.433 6 0.471 7

受教育程度 2.381 5 3.287 7 2.638 3 2.657 3

健康状况 2.619 7 2.755 6 2.778 1 2.761 0

政治面貌 0.007 2 0.072 8 0.028 2 0.029 2

未成年子女 0.601 7 0.322 4 0.347 5 0.370 8

样本量 831 577 7 061 8 469

　　注：周工作时间和周加班时间的全样本数据根据就业流动人口数据计算得到。

 

表 2    加班时间的体制性差异（单位：%）
 

未加班 10小时以内 10—20小时 20小时以上 合计

体制内就业 51.99 25.65 12.65 9.71 100

体制外就业 21.57 31.75 27.49 19.19 100

　　注：表中为就业流动人口分样本的样本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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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分层模型的分析结果
 

（一）影响流动人口就业状况的因素分析

模型分析的被解释变量是“流动人口是否就业”，取 1 表示就业，取 0 表示未就业。考虑到被解

释变量为二元虚拟变量，且数据具有分层聚类性，因此，本文采用分层二元选择模型来研究流动人口

是否就业。核心解释变量为婚姻状态、家庭化流动和家庭经济状况，利用这三个变量以反映家庭庇

护机制对流动人口就业的影响。其他控制变量为户口、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政治面

貌、未成年子女等影响流动人口就业的因素。模型的具体估计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中模型 1 显示的核心解释变量回归结果，与人们的预期相一致，流动人口的婚姻状况会影响

其是否就业，在婚者较非在婚者更可能退出或不参加劳动力市场；家庭化流动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

家庭化流动者较单人流动者更可能退出或不参加劳动力市场；家庭经济状况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

意味着流动人口的家庭经济状况越好，其离开劳动力市场的概率越高。总体而言，家庭庇护机制的三

个解释变量对流动人口是否就业的影响都很显著，有配偶、家庭化流动或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流动

人口，更可能退出或不参加劳动力市场，在劳动力市场得到家庭庇护，假设 1a 得以证实。从表 3 的模

型 1 可知，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政治面貌、未成年子女都会影响流动人口是否就业。

性别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这意味着流动人口的就业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女性较男性更可能退出或

 

表 3    流动人口就业状况的分层二元选择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婚姻状况 −0.830**（−3.12） 0.942**（2.92）

家庭化流动 −0.715***（−5.86） −0.693***（−5.66）

家庭经济状况 −0.325***（−18.28） −0.314***（−17.85）

性别 −2.166***（−15.48） 0.379（1.09）

婚姻状况×性别 −3.054***（−7.98）

户口 −0.180（−0.99） −0.158（−0.86）

年龄 0.492***（8.91） 0.487***（8.77）

年龄平方 −0.658***（−8.64） −0.661***（−8.63）

受教育程度 0.614***（8.45） 0.574***（7.80）

健康状况 0.130*（2.19） 0.124*（2.07）

政治面貌 1.295*（2.06） 1.291*（2.11）

未成年子女 −0.990***（−6.94） −1.032***（−7.17）

城市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4.906***（−5.27） −3.459***（−3.58）

样本数 8 469 8 469

　　注：模型估计基于stata软件、使用xtmelogit程序进行。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0.1%、1%和5%的显著性水平显著；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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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参加劳动力市场。流动人口就业与否和年龄之间呈倒“U”形关系，青年人和老年人进入劳动力市

场就业的概率较中年人要低。受教育程度越高、健康状况越好、有党员政治身份的流动人口越可能

进入劳动力市场就业。未成年子女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拥有未成年子女的流动人口进入劳

动力市场的可能性较低。户口变量的系数为负，但在统计上不显著，这表明城—城流动人口与乡—城

流动人口参与劳动力市场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根据劳动力市场性别分工模式和传统的家庭性别角色定位可知，流动人口的家庭庇护机制可能

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维持家庭的城市生活需要一份稳定工作，而家庭经济生活的重担较多由男性

来承担，因此，婚姻状况对流动人口是否就业的影响在男性群体与女性群体之间可能存在差别。我们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婚姻状况与性别的交乘项，以反映流动人口家庭庇护机制的性别差异。从

表 3 的模型 2 可知，家庭化流动、家庭经济状况、户口、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政治面貌、未

成年子女对流动人口是否就业的影响，与模型 1 的结果基本相同。加入婚姻状况与性别的交乘项后，

性别的回归系数不再显著，婚姻状况的系数显著为正，但婚姻状况与性别交乘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这

表明婚姻状况对流动人口是否就业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在婚提高了男性流动人口进入劳动

力市场的概率，但降低了女性流动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概率。这意味着家庭庇护机制主要是针对

女性，尤其是有配偶、家庭化流动且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女性。可见，假设 1a 进一步得到验证。 

（二）影响女性流动人口就业状况的因素分析

由表 3 可知，流动人口的家庭庇护机制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家庭庇护主要针对女性流动人口，

因此，我们接下来着重分析女性流动人口的就业选择。其模型分析的被解释变量是“女性流动人口的

就业状况”，取 0 表示未就业，取 1 表示体制内就业，取 2 表示体制外就业。考虑到被解释变量为多元

选择变量，且数据具有分层聚类性，因此采用分层多元选择模型来分析女性流动人口的就业选择。模

型的具体估计结果如表 4 所示。

由表 4 可知，婚姻状况会影响女性流动人口的就业状况，婚姻对女性流动人口就业具有抑制作用，

无论是体制内就业，还是体制外就业，在婚者较非在婚者而言更可能退出或不参加劳动力市场；婚姻

状况变量在体制内就业和体制外就业中的系数分别为−1.971 和−2.114，且在 0.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

著，这意味着在体制外就业的女性流动人口更可能因为在婚而离开劳动力市场。家庭化流动对体制

内就业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对体制外就业的系数为负且很显著，这意味着体制外就业的女性流动人

口更可能因为家庭化流动而退出或不参加劳动力市场。家庭经济状况的系数均为负数且很显著，这

表明女性流动人口的家庭经济状况越好，其退出劳动力市场、选择不参加劳动的概率越大。总体而

言，家庭庇护机制的三个解释变量对女性流动人口就业状况的影响基本都非常显著，表明当前女性流

动人口的就业是根据性别分工模式和性别角色关系进行的自主选择行为，女性流动人口回归家庭是

当前宏观制度环境下抵御市场风险的合理选择，只有那些在婚、家庭化流动且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

女性流动人口才能真正不参加劳动，这进一步验证了假设 1a。
表 4 的回归结果显示，城镇户籍能显著提升女性流动人口在体制内就业的概率，但对体制外就业

无显著性影响。无论是体制内就业还是体制外就业的女性流动人口，其就业与年龄都呈倒“U”形关

系。健康状况对体制内就业与体制外就业均无显著性影响。受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都显著影响女性

流动人口的就业状况，受教育程度较高和有党员政治身份的女性流动人口，更有可能选择就业，尤其

是进入体制内就业。无论是体制内就业还是体制外就业的女性流动人口，其中拥有未成年子女者离

开劳动力市场的概率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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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流动人口工作时间与加班时间的体制性差异

本文通过考察流动人口工作时间和加班时间的体制性差异，验证体制庇护对其就业的影响。考

虑到流动人口数据的分层聚类性，以及其工作时间与加班时间的数据结构，我们分别采用分层线性回

归模型和分层 Tobit 回归模型来研究，具体估计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的回归结果显示，控制其他因素，在平均每周工作时间和加班时间上，体制内就业流动人口

较体制外就业流动人口分别减少 2.576 小时和 4.274 小时。这表明流动人口的就业确实存在明显的

体制差异，体制内就业流动人口每周平均工作时间尤其是加班时间少于体制外就业流动人口，这意味

着流动人口就业中体制庇护机制非常显著，假设 2a 得到验证。婚姻状况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这意味

着对于流动人口的工作时间和加班时间，在婚者与非在婚者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但是，家庭化流动会

使流动人口的工作时间和加班时间减少，家庭经济状况越好者其工作时间和加班时间会越少，这意味

着流动人口就业中家庭庇护机制也很显著，假设 1a 得到进一步验证。

从表 5 可知，女性的工作时间和加班时间都显著少于男性；城—城流动人口的工作时间和加班时

间都少于乡—城流动人口；年龄对流动人口工作时间和加班时间无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者，其

工作时间和加班时间越少；流动人口健康状况越好，其工作时间和加班时间越少；党员的工作时间和

加班时间都要少于非党员；拥有未成年子女对流动人口的工作时间和加班时间无显著性影响。 

（四）就业状况、加班时间与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

为了分析就业状况以及家庭庇护、体制庇护与工作家庭冲突如何影响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

我们以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为被解释变量，以就业状况、加班时间以及婚姻状况、家庭化流动、家庭

经济状况为核心解释变量开展检验。考虑到加班时间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可能存在非线性影响，

 

表 4    女性流动人口就业状况的分层多元选择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分层多元选择模型（以未就业为对照组）

体制内就业 体制外就业

婚姻状况 −1.971***（−4.41） −2.114***（−5.72）

家庭化流动 −0.283（−1.33） −0.718***（−5.17）

家庭经济状况 −0.388***（−11.00） −0.322***（−14.68）

户口 0.622*（2.26） 0.081（0.37）

年龄 0.589***（5.30） 0.451***（6.14）

年龄平方 −0.772***（−4.88） −0.607***（−5.85）

受教育程度 0.907***（8.08） 0.593***（7.00）

健康状况 0.102（1.05） 0.069（1.02）

政治面貌 2.334**（2.90） 1.601*（2.07）

未成年子女 −1.410***（−5.76） −1.168***（−7.19）

城市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8.793***（−4.85） −3.166**（−2.63）

样本数 3 995 3 995

　　注：模型估计基于stata软件、使用gllamm程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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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其处理成一个排序变量。由于被解释变量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为排序变量，同时考虑到流动

人口数据的分层聚类性，因此，我们采用分层排序模型。

表 6 报告了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分层排序模型的回归结果。我们采用嵌套模型的建模策略，模

型 1 在包含相关控制变量的同时，还加入婚姻状况、家庭化流动和家庭经济状况变量，以考察家庭庇

护机制如何影响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就业状况变量，分析不同就

业状况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检验体制庇护机制如何影响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模型

3 继续加入加班时间虚拟变量，以分析工作家庭冲突如何影响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同时检验加班

时间在就业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作用机制。由表 6 模型 1 列可见，各控制变量的系数都基本符合预

期。收入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流动人口收入越高，其主观幸福感越高。性别变量系数显著为正，

意味着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女性比男性觉得更幸福。健康状况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流动人口健康状况越好，其主观幸福感越高。未成年子女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流动人口拥有未成

年子女会降低其主观幸福感。户口、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都不

显著。从模型 1 可知，在控制其他解释变量之后，婚姻状况、家庭化流动和家庭经济状况对流动人口

主观幸福感都有正向作用。在婚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非在婚者；家庭化流动能显著提升

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家庭经济状况越好的流动人口其主观幸福感也越高。这表明家庭庇护机制

有助于提升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假设 1b 得到验证。

从表 6 回归模型 2 可知，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处于不同就业状况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

感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体制内就业和未就业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均高于体制外就业流动人

 

表 5    流动人口工作时间与加班时间的分层模型估计结果
 

工作时间 加班时间

体制内就业 −2.576***（−5.29） −4.274***（−6.69）

婚姻状况 0.420（0.95） 0.492（0.90）

家庭化流动 −0.622*（−2.00） −0.861*（−2.25）

家庭经济状况 −0.205***（−4.33） −0.302***（−4.91）

性别 −1.326***（−5.62） −1.698***（−5.88）

户口 −1.025**（−2.83） −1.713***（−3.76）

年龄 0.020（0.17） −0.032（−0.23）

年龄平方 −0.013（−0.08） 0.062（0.32）

受教育程度 −2.081***（−14.84） −3.036***（−17.27）

健康状况 −0.614***（−4.65） −0.704***（−4.37）

政治面貌 −1.473*（−2.05） −2.662**（−2.89）

未成年子女 0.192（0.60） 0.355（0.90）

城市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57.18***（28.07） 17.35***（6.98）

样本数 7 638 7 638

　　注：模型估计基于stata软件、分别使用xtmixed和xttobin程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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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且流动人口三个群体中未就业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最高，体制外就业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最

低。这意味着未就业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并不低于就业流动人口，这也验证了假设 1c，即如果未

就业流动人口有家庭庇护，且自主选择退出或不参加劳动力市场，其主观幸福感最高；对就业流动人

口而言，体制内就业者的主观幸福感高于体制外就业者，假设 2b 得到验证。上述结果表明，家庭庇护

和体制庇护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提升都有显著作用。

最后，在模型 3 中加入每周加班时间虚拟变量，参照组为未加班群体，即未就业流动人口和就业

但每周工作时间在 40 小时以内的流动人口。其结果显示，加班时间“小于等于 10 小时”的回归系数

为−0.039，但统计上不显著；加班时间“10 至 20 小时”和“大于 20 小时”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83 和

−0.192，且在 5% 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流动人口加班时间越长，对其主观幸福感的负面作用越大，假

设 3a 得以验证。更为重要的是，在模型 3 中加入每周加班时间变量后，就业状况的两个虚拟变量系

数大幅度下降，且在统计上不再显著。这表明控制加班时间因素后，流动人口不同就业状况之间的主

 

表 6    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分层排序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婚姻状况 0.368***（4.58） 0.370***（4.60） 0.370***（4.59）

家庭化流动 0.177**（3.22） 0.173**（3.14） 0.167**（3.04）

家庭经济状况 0.055***（7.29） 0.051***（6.52） 0.051***（6.45）

收入 0.063***（5.86） 0.070***（5.80） 0.071***（5.83）

性别 0.257***（5.81） 0.253***（5.72） 0.243***（5.47）

户口 0.128（1.92） 0.122（1.84） 0.116（1.75）

年龄 −0.031（−1.51） −0.031（−1.47） −0.030（−1.46）

年龄平方 0.051（1.75） 0.050（1.71） 0.049（1.70）

受教育程度 0.015（0.57） 0.014（0.53） −0.001（−0.02）

健康状况 0.338***（13.71） 0.339***（13.73） 0.336***（13.61）

政治面貌 −0.077（−0.56） −0.080（−0.58） −0.095（−0.69）

未成年子女 −0.114*（−1.99） −0.121*（−2.10） −0.121*（−2.10）

就业状态（以体制外就业为参）

体制内就业 0.044**（2.68） 0.023（0.25）

未就业 0.129**（3.08） 0.038（0.37）

周加班时间（以未加班为参）

小于等于10小时 −0.039（−0.58）

10至20小时 −0.183*（−2.51）

大于20小时 −0.192*（−2.31）

城市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977***（13.28） 0.974***（13.27） 0.975***（13.27）

样本数 8 469 8 469 8 469

　　注：模型估计基于stata软件、使用meologit程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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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幸福感不再存在显著差异。对比表 6 中模型 1—3，我们发现体制内就业、体制外就业和未就业流

动人口三个群体之间主观幸福感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这三个群体加班时间上的差异。这表明

工作时间长短是流动人口就业状况和主观幸福感之间重要的中介机制，加班时间的群体性差异可以

很好地解释不同就业状况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差异，这个结果也验证了假设 3b。 

五　结 论 与 启 示

本文的主要结论是：第一，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前提下，在婚、家庭化流动且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

流动人口更可能离开劳动力市场，这表明流动人口就业是劳动力市场雇主与雇员双向自主选择的结

果。但是，只有拥有家庭庇护的流动人口才更可能选择退出或不参加劳动力市场，且家庭庇护对流动

人口就业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家庭庇护机制对女性的影响更加明显。第二，体制内就业流动

人口的工作时间和加班时间都显著低于体制外就业流动人口，这表明体制内就业流动人口得到更多

的体制庇护。第三，不同就业状况下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差异，未就业和体制内就业流动

人口的主观幸福感都高于体制外就业流动人口，这表明家庭庇护和体制庇护都有助于提升流动人口

的主观幸福感。第四，控制加班时间之后，不同就业状况流动人口之间的主观幸福感并无显著性差异，

这表明加班尤其是长时间加班是导致不同就业状况流动人口之间主观幸福感差异的重要原因。长时

间加班会挤压家庭生活所需时间，将导致工作家庭冲突，从而影响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体制外就

业流动人口由于缺少家庭庇护与体制庇护，工作家庭冲突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尤为明显。可见，工

作家庭冲突是连接流动人口就业状况与主观幸福感之间重要的中间作用机制。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当前中国特殊的正式制度（二元劳动力市场）与非正式制度（性别分工模式

和性别角色定位）环境，不仅影响流动人口的就业选择，而且还影响他们对幸福的感知。体制外就业

由于远离监管，超时加班现象时有发生，这种状况对体制外就业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造成很大的负

面影响。因此，体制外就业流动人口的境况与较低的主观幸福感应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一方面，政

府应该采取措施，逐步消除劳动力市场分割；另一方面，相关部门应该加强对体制外就业的劳动保护

力度，完善劳动法规并严格监管执行，对任意延长劳动时间和提高劳动强度等行为要加以规范约束。

同时，体制外就业流动人口境遇的改善，还有赖于相关组织管理能力的提升，如在体制外部门建立相

应的工会制度，构建规范和谐的劳动关系。

正如本文的研究结果所示，对于无法获得体制内就业岗位的流动人口尤其是女性流动人口，如果

他们拥有家庭庇护，很可能会选择退出或不参加劳动力市场。虽然未就业在短期对其主观幸福感并

无不利影响，但流动人口离开劳动力市场的长期后果不容忽视，诸如失去职业关系网络与经济独立性，

而且可能因丧偶或离婚而陷入贫困等等。因此，对于未来流动人口管理政策的顶层设计而言，不仅需

要完善流动人口家庭化流动的服务政策体系，为流动人口家庭化流动创造便利条件，以提升其主观幸

福感，而且还需要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将性别因素纳入考量范畴，研究设计鼓励流动人口尤其是女性流

动人口就业的政策，注重政策的性别平等化，以进一步促进经济社会中的两性平等。

本文也存在一些局限与不足。第一，由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未提供家务劳动时间

信息，因此，我们不能同时检验家务劳动时间和工作时间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第二，本文

将流动人口分为未就业、体制内就业和体制外就业三个群体，然而这三个群体内部并非完全同质。

比如，对体制内就业流动人口而言，存在有编制与无编制的差别。由于相关调查未能提供这方面的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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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信息，因此，本文无法在更细层面详尽展现这些差异，及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弥补上述不足，既

有待于流动人口调查问卷设计的完善，也需要开展更深入、更有针对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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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Children’s Quantity and Quality on Parental Subjective Well-being                
                                                                                                        （by LI Qiang， DONG Jun-han & ZHANG Xin）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 the  change  of  idea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social

security  system， the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in  China  has  undergone  great  changes.  An  in-depth  study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number  and  quality  of  children  and  parents’  well-being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clarifying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at  different  life  stages.  To  this  end， using  the  2015  China

Health and Aging Tracking Data for the Elderly （CHARLS），we examine the effects of the number of children and

the quality  of  children  （measured  by  children’s  annual  income  and  education  level）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measured  by  life  satisfaction  and  depression）  of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arents.  It  shows  that  the  higher  the

number  of  children， the  lower  the  life  satisfaction  and  the  higher  the  depression  of  parents.  The  higher  the  children’s

income  level， the  higher  the  life  satisfaction  and  lower  the  depression  of  parents.  The  higher  the  children’s  education

level， the  lower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middle-aged  parents， but  the  lower  the  depression  of  older  parents.  The

resource advantage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and the family level can offset the effects of the number of children，but not

the  effects  of  the  quality  of  children  on  parental  well-being.  The  effects  of  the  quality  of  children  are  more  robust  and

significant to parental well-being. Based on this，it is recommended to enhance the development capacity of individuals

and families，create more and more equitable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give more support to families whose children

are at the stage of education，and give education inclination policies to disadvantaged families.
Keywords：children’s quantity，children’s quality，parental subjective well-being，annual income，education level，

life satisfaction，depre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loyment  Situa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Floating Population：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a Hierarchical Model                          
                                                                                                                            （by MO Xuan & YANG Yu-xiang）

Abstract：Based on the  dynamic  monitoring data  of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China’s  dual

labor  market， this  thesis  divides  floating  population  into  three  types： employment  within  the  system， employment

outside  the  system  and  unemploy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family  patronage， institutional  patronage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work and family，we use a hierarchical model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loyment situa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floating  population.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of  being  married，with

family mobility and better  family economic conditions is  more likely to leave the labor market，especially for  wome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unemployed and the employed within the system is higher than those employed outside

the  system.  The  work-family  conflict  caused  by  overtime  work  is  an  intermediary  mechanism  for  the  difference  in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different  employment  situations.  On  that  account， this  thesis  suggests

that  the  government  take  measures  to  gradually  eliminate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strengthen  labor  protection  for

those employed outside the system，and build standardized and harmonious labor relations. At the same time，we shall

also improve the service policy system，create convenient conditions for the family mobility of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incorporate  gender  factors  into  the  considerations  of  public  policy  formulation  to  promote  gender  equality  in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Keywords：floating population，employment status，subjective well-being，labor hours，conflict between work

and family，hierarchical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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